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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反馈是当前深水沉积学研究的前缘和新动向。通过梳理外陆架—深水盆地沉

积物搬运分散系统（深水源—汇系统）对从构造尺度到人类尺度气候变化的过程响应，揭示了两种（迟滞和瞬态）深水源—汇系

统的过程响应与反馈机制。迟滞响应深水源—汇系统的过渡区较宽、响应尺度较大（Teq≥104年），有利形成条件为：宽陆架且无峡

谷延伸到内陆架以及冰室气候；其沉积物搬运分散过程主要受到可容空间的驱动（吻合经典的Exxon层序地层学理论）。在迟滞

响应深水源—汇系统中，构造—轨道尺度的冰室气候期浊流活动较强、形成的沉积体相对富砂，温室气候期浊流活动较弱、形成

的沉积响应相对富泥；而亚轨道—人类尺度的气候波动常被快速海平面上升所“淹没”、不能调控深水沉积物搬运分散过程。瞬

态响应源—汇系统过渡区较局限、响应尺度较小（Teq≤104年），有利形成条件有：窄陆架、温室气候、峡谷头部和河口相接或相邻、

断陷湖盆以及三角洲越过陆架坡折，其沉积物搬运分散过程对物源供给更为敏感，主要受物源供给驱动（偏离经典的Exxon层序

地层学理论）。在瞬态响应深水源—汇系统中，不论是构造—轨道尺度的气候变化还是亚轨道—人类尺度的气候波动，只要其

能够诱发物源供给的变化（而不论可容空间是上升还是下降），都能够对深水源—汇过程响应进行调控。

关键词 深水沉积；气候变化；层序地层学；迟滞响应源—汇系统；瞬态响应源—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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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从剥蚀区形成的沉积颗粒进入被称之为由源

到汇的系统中并最终沉积下来的源—汇系统研究”

（图 1a）[1⁃9]和“从沉积记录研究地质历史时期的地球

古气候变化及重大地质事件并为未来气候预测提供

依据的古气候研究”不仅是许多重大国际地球科学

研究计划的重要命题，同时也是中国沉积学发展的

战略方向[9⁃12]。围绕“源—汇系统”国内外许多重大地

球科学计划设立了长期性的研究课题，譬如“大陆边

缘科学计划”、“大陆边缘地层形成机制”和“台湾高

屏峡谷的沉积物宿命研究”等；而“古气候”是“地球

—生命转变研究计划”和“中国陆相白垩纪科学钻探

高分辨率古环境记录与古气候演化”的核心科学

问题。

近年来，随着研究手段的革新（譬如CT连续扫

描成像和深海浊流观测等），人们愈发意识到在亚轨

道和年际尺度内，气候波动（譬如台风、厄尔尼诺等）

也能够启动沉积物由源到汇的搬运分散过程

（图 1）[13⁃15]。基于这一认识，美国学者 Brian Romans
教授、Andrea Fildani博士和Angela M. Hessler博士等

人提出了“气候沉积学（Climatic Sedimentology）”的研

究计划[14,16⁃18]；而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资助实施的

智利陆缘102，156和161航次也以“气候变化的深水

沉积响应”为核心科学问题[19⁃21]。此外，国际沉积地

质学会 2020年沉积地球科学国际会议设置了“沉积

记录中的气候变化”分会场，并得到了高度关注。

不难看出，揭示多尺度气候变化是如何调控沉

积物在外陆架—深水盆地的搬运—分散—堆积过程

是当前沉积学领域的热点和新动向，并将有望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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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数年内取得更大的进展[3,6⁃8,14,17⁃18]。这一科学命

题的内涵是利用沉积、地层和地化手段解译多尺度

气候变化对沉积物由源到汇的剥蚀—搬运—分散—

堆积过程的调控作用，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

前景。具体来说，地球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一种比现

在更温暖的温室气候期（地质历史时期中温室气候

约占 72%，而冰室气候约占 18%），目前我们居住的

地球正在从一个“不太寻常的冰室气候期”进入“寻

常的温室气候期”，这迫切需要科学界全面了解气候

变化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表层系统（譬如深水浊

流）所产生的环境效应[10,12,22]。此外，全球深水油气资

源依然是未来世界油气勘探的主战场，在全球925个
已发现的浊积岩油气藏中有43个油气田的原油当量

超过了 50亿桶[23]；而巴西外海已发现油气储量的约

87.5%来自深水浊积岩。更为重要的是，陆相深水湖

盆有利于非常规油气资源沉积富集[24⁃25]，孕育了数个

10亿吨级致密油、页岩油大油田[26]。揭示深水沉积

的沉积特征（如岩性、厚度和规模等）对气候变化（事

件）的沉积响应可从成因上探讨优质储层发育机制，

为有利储层、非常规油气甜点区（段）与资源分布预

测提供依据，将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24⁃25]。

以外陆架为界可以将由陆到洋的源—汇系统划

图 1 （a）源—汇系统组成要素；（b）不同研究手段的适用范围；（c）不同类型气候信号的响应尺度；

（d）不同记录载体的时间尺度和分辨力（据 Ruddiman[13]修改）

Fig.1 (a)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components of a S2S system; (b) chronometric tools; (c) period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limatic/environmental signals; (d) timescale and resolution of deep⁃water sedimentary archives (modified from Ruddima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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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物源区—内陆架”和“外陆架—深海盆地”两个

次级源—汇系统（图 1a）。本文无意对“由陆到洋的

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化的过程响应”这一领

域作全面论述，而聚焦在外陆架—深水盆地子系统

（深水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化的过程响应和

反馈机制，仅就该领域内的一些代表性研究成果和

笔者的一些思考作简要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1 深水源—汇系统的类型划分及其

形成条件

1.1 深水源—汇系统的类型划分

由陆到洋的源—汇系统一般由物源区、过渡区

和沉积区构成（图 1a，图 2），过渡区对环境信号具有

非线性的过滤作用，换言之“并非所有的气候信号，

如今日刮风、明日下雨的高频低幅天气变化都能够

被深水源—汇系统响应”[6,8,14]。基于此，我们将“过渡

区对气候信号的过滤，使其破坏甚至消失，从而不被

深水源—汇系统所响应的效应”称之为源—汇系统

的滤波效应（图2）。
过渡区对气候信号的滤波效应取决于信号的时

间尺度（Tp）与系统响应时间（Teq，是指沉积物分散系

统达到新的平衡状态所需要的时间）之间的大小关

系。自然界存在 4种尺度的气候信号：边界地质条

件 长 期 变 化 引 起 的 百 万 年 跨 度 的 构 造 尺 度

（Tp = 106~9年），太阳辐射变化驱动的十万年跨度的轨

道尺度（Tp = 104~5年），几百到上万年的亚轨道尺度

（Tp = 103~4年）和年代际以及更短时间跨度的人类尺

度（Tp≤103年）（图1c，d）[27⁃28]。当“Tp≥Teq”时，气候信号

能够被沉积纪录所记载；而当“Tp≤Teq”时，气候振荡往

往在沉积物分散系统中被“淹没”[26]。据此，我们将不

能响应亚轨道—人类尺度气候信号（Teq≥104年）的深

水源—汇系统称之为“迟滞响应深水源—汇系统”

（图 2a），而将能够响应亚轨道—人类尺度气候信号

（Teq≤104年）的深水源—汇系统称之为“瞬态响应深

水源—汇系统”（图2b）。

图 2 可容空间驱动的缓冲响应源—汇系统（a）和物源供给驱动的瞬态响应源—汇系统（b）的组成要素

Fig.2 Schematic illustrations of components of reactive S2S system (upper panel) and buffered S2S system (lower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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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迟滞响应深水源—汇系统的有利形成条件

以下两种地质背景条件使得积物分散系统的过

渡区较宽，响应尺度较大（Teq≥104年），常常不能对亚

轨道—人类尺度的气候波动做出响应，形成迟滞响

应源—汇系统（图2a）。
（1）宽陆架（≥50 km）且无峡谷水道延伸到内陆

架：如果陆架的宽度≥50 km，且无峡谷水道切割陆架

坡折并延伸到内陆架或河口；这样的源—汇系统往

往发育一个较宽的沉积物过渡区（譬如图 3a所示红

河和珠江源—汇系统），而过渡区犹如信号滤波器一

般，能够对母源区的气候环境信号进行滤波；从而将

那些如台风、洪水等高频（≤104年）低幅的亚轨道—人

类尺度气候信号过滤掉（图2a）。母源区的气候信号

会迟滞、破损，甚至不被深水沉积所响应，形成“迟滞

响应源—汇系统”（图 2a）。世界上绝大多数被动陆

缘，常发育一宽阔且平坦的大陆架（如图3a所示的珠

江和红河源—汇系统），多为迟滞响应源—汇系统。

（2）冰室气候：在冰室气候背景下，冰盖和冰川

广泛分布、全球气温大幅度降低，而海平面也以高频

（101~2次/千年）高幅（101~2m）的升降变化为主（如上新

世—更新世的海平面变化）。冰室气候期高频高幅

的海平面变化所诱发的快速可容空间上升使得源—

汇系统的响应尺度往往比较大（Teq≥104年），能够对

高频（≤104年）低幅的气候信号进行滤波、屏蔽，形成

迟滞响应源—汇系统（图2a）。
1.3 瞬态响应深水源—汇系统的有利形成条件

以下五种地质条件使得积物分散系统的过渡区

较为局限，响应尺度往往也比较小（Teq≤104年），能够

对亚轨道—人类尺度的气候波动做出反馈，形成瞬

态响应源—汇系统（图2b）。
（1）窄陆架（≤20~50 km）：当陆架宽度较窄时（如

活动陆缘），源—汇系统的过渡区往往较为局限，从

而导致亚轨道和人类尺度的气候环境变化（如D/O
事件、厄尔尼诺和热带气旋等）能够被深水沉积所迅

速反馈和响应。窄陆架成因的瞬态响应源—汇系统

的典型实例有南加州活动陆缘的 Santa Ana和 Santa
Clara源—汇体系[14,29]，智利活动陆缘[19,21]，北阿尔及利

亚Bejaia地区的 Soummam Oued峡谷[30]，菲律宾外海

的Malaylay峡谷[31]、坦桑尼亚陆缘[32]和东加拿大的圣

劳伦斯湾[33]。
（2）温室气候：与冰期气候条件显著不同的是，

温室状态下南北极冰盖退缩、地球气候更加温润，而

海平面也以低频低幅升降变化为主（如晚始新世—

早渐新世和晚白垩世—早古新世海平面变化曲线）。

低频低幅的海平面升降导致的可容空间以下降或缓

慢上升为主，源—汇系统的响应尺度往往也比较小

（Teq≤104年），形成瞬态响应深水源—汇系统（图2b）。

已有的温室陆缘研究实例也表明温室陆缘一般不发

育高角度上升型陆架坡折迁移轨迹指示的快速空容

空间上升[34]，在这样的盆地中过渡区往往比较局限。

（3）峡谷头部和河口相接或相邻（≤30 km）：当深

水峡谷水道的头部和河口相连或相邻时，所形成的

源—汇系统过渡区不发育或较局限，形成瞬态响应

源—汇系统。峡谷头部和河口相接（亦即峡谷头部

和河口之间的距离≤5 km）所形成的瞬态响应深水源

—汇系统的典型实例有我国台湾的高屏源—汇系统

（图 3a），刚果源—汇系统（图 4a）[35⁃36]，加州Monterey
峡谷和法国外海的Var峡谷[37]。峡谷头部和河口相

邻（峡谷头部和河口之间的距离介于 5~30 km）时，

过渡区较为局限，形成瞬态响应源—汇系统，譬如恒

河—雅鲁藏布江瞬态响应源—汇系统、Swatch of No
Ground 峡 谷 和 河 口 之 间 的 距 离 约 30 km 左 右

（图4a，b）[38⁃39]。
（4）断陷湖盆：湖盆一般缺少如海盆那样宽阔且

平坦的陆架区，源—汇系统的沉积物过渡区颇为局

限，系统的响应时间Teq也就比较小，能够对亚轨道—

人类尺度的高频低幅信号做出迅速而快捷的响应，

形成常说的“洪水期一片天、枯水期一条线”的瞬态

响应源—汇响应格局（譬如江西鄱阳湖）。岷江在洪

水期能够将汶川地震所形成的崩塌沉积物迅速搬运

到紫坪铺水库[40]，而阿拉斯加Eklutna湖忠实地记载

了 1917年、1929年、1964年、1989年、1995年和 2012
年发生的6次大型洪水事件[41]，两者都是瞬态响应源

—汇系统的典型实例。

（5）陆架边缘三角洲越过陆架坡折：一般而言，

陆架宽度≥50 km且无峡谷延伸到内陆架陆缘常常为

迟滞响应源—汇系统。但在高速沉积物供给条件

下，陆架边缘三角洲越过先期陆架坡折，从而使得前

陆架边缘三角洲与陆坡水道的头部相连（图3b）。在

这样的地质背景条件下，陆架边缘三角洲和陆坡水

道形成了一个闭合而联通的沉积物分散系统，使得

河流搬运而来的沉积物即使在海平面上升时也有可

能能够被搬运到深水盆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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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迟滞响应深水源—汇系统对多尺度
气候变化的过程响应

2.1 构造—轨道尺度（≥104年）气候变化的深水源—

汇过程响应

珠江口盆地现今陆架宽约 100~200 km，陆坡水

道终止在陆架坡折处，为一典型的迟滞响应源—汇

系统（图 3a，图 5a）。珠江迟滞响应源—汇系统忠实

地响应、反馈了构造尺度的气候事件（如中中新世变

冷事件和中更新世气候革命）和亚轨道尺度的气候

变化（如冰期—间冰期旋回）。

（1）构造尺度的中中新世变冷事件（MMC）：在

中中新世，南极冰盖逐渐扩张并永久性形成，气候也

随之显著变冷，这一事件被称之为“中中新世变冷事

件”[42]。这一气候事件使母源区机械风化作用加强，

与此同时南极冰盖的扩张导致海平面大规模下降

图 3 （a）地貌图示意了南海北部陆缘形成发育的红河、珠江和高屏三大源—汇系统以及图 3b，5a，11a和 13a的
平面位置（地貌图由曹立成博士提供）；（b）~（d）地震和钻井剖面（剖面位置见图 3a）示意了

珠江陆架边缘三角洲—海底扇源汇系统的剖面地震反射特征和岩性特征

Fig.3 (a) Topographic map (courtesy of Dr Licheng Cao) showing the occurrence of Red River, Pearl River, and Gaoping S2S systems
along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margin and map⁃view locations of Figures 3b, 5a, 11a and 13a; (b)⁃(d) seismic and well⁃log sections
showing cross⁃sectional seismic and lithological manifestations of Pearl River shelf-margin delta and deep⁃water fan S2S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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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幅度可达 80 m）[43]。大量沉积物（尤其是粗粒

沉积物）在中中新世由物源区被搬运到珠江口外陆

架和前方的深水区（图5），在白云深水区形成一大型

富砂的陆架边缘三角洲—海底扇沉积体系（图5）[44]。
在地震剖面上，下降体系域时期海底扇在地震剖面

上表现为中振幅、杂乱的反射，而低位体系域时期海

底扇在地震剖面上以中—强振幅、连续—杂乱反射

为主，多期双向下超特征明显（图 5a）。在连井剖面

上，中中新世珠江海底扇以低伽马、箱型测井曲线响

应特征为主；而中中新世的珠江陆架边缘三角洲以

漏斗型的伽马测井曲线响应特征为主（图5b）。
（2）轨道尺度的中更新世气候革命（MPT）：在中

更新世，全球气候变化的周期由 40 ka跃迁为100 ka，
这一气候事件被称之为“中更新世气候革命”[42]。在

珠江源—汇系统的深水部分，珠江陆架边缘三角洲自

中更新世以来经历了早期进积（MIS 20⁃12）、晚期加

积（MIS 12⁃1）的发育演化过程；它们的前方分别发育

进积特征和退积特征明显的深水扇（图3b）[45]。研究

表明中更新世气候革命之前（MIS20⁃12）冬季风盛行、

气候干冷，机械风化作用增强但河流搬运能力较弱，

从而导致向珠江源—汇系统供给的沉积物量少但相

对较粗（富砂）[45]。这一时期全球冰量的增加导致高

频（41 kyr）低幅的海平面变化（海平面平均高度约为

−55.8 m，标准方差为±24.2 m，数据据Miller et al.[46]），

从而使得沉积物能够越过内陆架、“驻留”在陆架边缘

向深水中输送沉积物的频次增多，形成进积特征明显

且相对富砂的陆架边缘三角洲—海底扇沉积体系

（图3b）[45]。中更新世气候革命之后的MIS 12⁃1期，夏

季风盛行、气候润湿，化学风化和河流搬运能力相应

增强，从而导致向珠江源—汇系统供给的沉积物量多

且相对较细（富泥）[45]。这一时期全球冰量减少造成

低频（100 kyr）高幅的海平面变化（海平面平均高度约

为−62.7 m，标准方差为±33.2 m，据Miller et al.[46]），使

得沉积物能够越过内陆架、“驻留”在陆架边缘向深

水中输送沉积物的频次减少，形成退积特征明显但

相对富泥的陆架边缘三角洲—海底扇沉积体系。

（3）轨道尺度的冰期—间冰期旋回：在104~5年尺

度的轨道尺度上，气候变化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冰期、

间冰期的周期性出现。陈芳等[47]认为白云深水区的

更新世沉积速率从 3.14到 5.74 cm/kyr不等；据此推

测珠江峡谷的 6个柱状样中沉积物的年龄从 6.42到
21.41 kyr不等（图 6a~e，图 7）。其中如图 6b~d所示

的柱状样GC19，GC20和GC21中的沙层形成于MIS1
和3末次冰期，而如图6a所示的柱状样GC18中的沙

层则主要形成于MIS2亚冰期。MIS1和3末次冰期间

夏季风增强、气候润湿，化学风化作用和河流搬运能

力较强，沉积物供给高[49⁃50]；高速沉积物供给能够抑

制海平面上升将沉积物搬运到外陆架和白云深水区

图 4 峡谷头部和河口相邻（图 a和 b）以及峡谷头部和河口相接（图 c）所形成的瞬态响应深水

源—汇系统。（a）中的地形图下载自谷歌，（b）（c）中的地形图下载自 ESRI
Fig.4 Examples of (a, b) Ganges⁃Brahmaputra and (c) Congo reactive S2S systems, formed in scenarios of

the close proximity of canyon head to shoreline. (a) Google Earth image; (b)(c) ESRI Ocean images

236



第1期 龚承林等：深水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化的过程响应与反馈机制

（图6f，g）[15]。在这一高沉积物供给背景下，所形成的

陆架边缘三角洲越过陆架坡折达 10~15 km，并和陆

坡水道相连接，形成联通而顺畅的由源到汇的沉积

物分散系统，使得在海平面上升的间冰期也发育浊

积沙（图6）[15]。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结论需要高精度

的测年数据来证实或证伪[15]；这也是笔者承担的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珠江峡谷末次冰期以来浊流活动对

气候变化的响应尺度与反馈机制（41972100）”的立

题依据之一，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此外，更新世亚马逊海底扇碎屑锆石的铀—铅

年代学研究表明，在两次冰期（低位期），剥蚀作用

强，大量源自安第斯山脉的碎屑颗粒被亚马逊河搬

运到深水区，滨线向海进积、亚马逊海底扇活跃发

育；而在间冰期（高位期），风化作用减弱，亚马逊源

—汇系统由源到汇的沉积物搬运分散能力减弱、滨

线轨迹向陆退积，海底扇停止发育[51]。

2.2 亚轨道—人类尺度（≤104年）气候变化的深水源

—汇过程响应

尼日尔三角洲盆地陆架宽约50~100 km，陆坡水

道终止在现今陆架坡折，为一典型的迟滞响应源—

汇系统。在这样的深水源—汇系统中，沉积物在外

陆架—深水盆地的分散—堆积过程不能够忠实地记

载反馈亚轨道—人类尺度的气候变化。在深海氧同

位素MIS5时期，尼日尔源—汇系统的母源区以“润

湿气候”为主，润湿气候使得母源区的化学风化作用

增强、河流搬运能力增强；但宽阔的陆架和同期的海

平面快速上升使得润湿气候所造成的供给量增加被

海平面上升所“淹没”，从而导致深水水道内浊流活

动停止，水道废弃[52]。在深海氧同位素MIS3时期，海

平面下降，使得尼日尔陆坡水道中的浊流活动加剧

且富砂[52]。由此可见，如经典层序地层学理论所预测

的那样：在亚轨道—人类尺度上，沉积物在迟滞响应

的搬运分散过程主要受海平面变化的控制，而气候

图 5 （a）珠江口盆地中中新世区域地震剖面（剖面位置见图 3a）和（b）连井沉积相对比剖面揭示了中新

世珠江陆架边缘三角洲—深水扇源—汇系统的沉积特征（原图由徐少华博士提供）

Fig.5 (a) Regional seismic line and (b) corresponding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courtesy of Dr Shaohua Xu), showing
sedimentological properties of middle Miocene Pearl River shelf⁃margin deltas and deeper fans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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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对其无明显的调控作用（图2a）。
此外，珠江源—汇系统的过渡区（陆架宽约100~

200 km）较宽，在如图 7所示来自珠江深水区的柱状

样上，点状磁化率、锆/铷比、硅/铝比的正异常以及钛/
钙的负异常与浊流沉积有良好的对应关系。如何通

过多种手段重构珠江峡谷内外的浊流活动史，进而

结合 14C测年，揭示珠江峡谷末次冰期以来浊流活动

对亚轨道尺度气候和海平面相互作用的响应机制，

将有望在深水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化的过程

响应与反馈机制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3 瞬态响应深水源—汇系统对多尺度
气候变化的过程响应

3.1 构造—轨道尺度（≥104年）气候变化的深水源—

汇过程响应

前已述及，温室气候期低频低幅的海平面升降

使得源—汇系统的响应尺度往往比较小（Teq≤104
年），形成瞬态响应深水源—汇系统；它们忠实地响

图 6 (a)~(e)珠江峡谷内重力活塞样在冰期和冰消期形成的浊积沙；(f)~(h)深海氧同位素阶段MIS1-12期以来的海

平面变化曲线（据Miller et al. [46]）、磁化率曲线（据 Guo et al.[48]）和珠江深水浊流活动史

Fig.6 (a)⁃(e) Pie diagrams showing the average percentage of sand fractions during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vs. last sea⁃level
rise. (f)⁃(h) Eustatic sea⁃level fluctuation during MIS1⁃12 (plotted from data in reference [46]), the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of loess

from Xifeng section (plotted from data in reference[48]), and history of turbidity current activity in Pearl River deep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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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了构造—轨道尺度的气候变化（如古新世—始新

世极热事件和渐新世初大冰期事件）。

（1）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PETM）：在古新

世—始新世之交，全球温度在短暂的一万年内陡增

了4 ℃~8 ℃，这一全球突然变暖事件被称之为“古新

世—始新世极热事件”[42]。Clare et al. [53]通过对深水

浊流事件的统计分析表明浊流活动的频率在极热事

件期间急剧减小，而在极热事件后则显著增加。

Egger et al.[54]认为浊流的沉积速率在极热事件期间从

20 cm/kyr急剧减少到5 cm/kyr；而Schmitz et al.[55]研究

表明在极热事件期间巴斯克盆地（Basque Basin）浊流

活动的频率也减少了 10倍。此外，Sømme et al. [56]研
究表明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使得挪威外海的沉

积物供给量相较于极热事件前的Thanetian沉积期显

著减少了约10倍。Clare et al.[53]将这一“古新世—始

新世极热期浊流活动显著减弱”的现象归因于干热

的气候条件，认为干热的气候导致河流搬运能力减

弱，供给到陆架边缘的沉积物也相应减少；并最终使

得沉积物在深水中的搬运—分散过程也较弱。

（2）渐新世初大冰期事件（EOGM）：在始新世晚

期—渐新世初期，环南极洋流阻止了南极底层水与

赤道地区水体之间的交换，从而使得南极大陆在短

图 7 珠江深水源—汇系统沉积区深海柱状样 P1（柱状样位置见图 3a）的 Geotek岩芯扫描照片及其对

应点状磁化率和 XRF元素分析

Fig.7 Facies log,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and XRF elemental composition of piston core P1 from Pearl River
deepwater S2S systems (see Fig.3a for location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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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急剧变冷，形成大规模冰盖，这一事件称之为

“渐新世初大冰期事件”[42]。渐新世初大冰期事件所

导致的气候明显变冷也被鲁武马盆地渐新世（窄陆

架成因的瞬态响应深水源—汇系统）海底扇所纪录。

具体来说，在如图 8所示的东非渐新统连井剖面上，

1井和 5井暖水种浮游有孔虫和钙质超微化石的丰

度显著降低，是渐新世初大冰期变冷事件作用的结

果[57]。相较于以灰绿色泥岩为主的始新世海底扇，渐

新世初大冰期形成的海底扇以中粗砂岩为主；这一

海底扇岩性变化可能响应于寒冷干燥气候（图8）[57]。
干冷的气候使非洲大陆机械风化作用加强，并伴随

着海平面急剧下降，从而导致更多的陆源物质（尤其

是粗粒物质）由源到汇输送搬运到鲁武马深水区，形

成富砂的海底扇（图8）。
3.2 亚轨道—人类尺度（≤104年）气候变化的深水源

—汇过程响应

与前已述及的“迟滞响应深水源—汇系统对亚

轨道—人类尺度响应模式”不同的是，瞬态响应源—

汇系统的过程响应记录了亚轨道—人类的气候

波动。

（1）窄陆架成因的瞬态响应源—汇系统对亚轨

道—人类尺度气候波动的响应：在以下四个典型的

窄陆架成因的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亚轨道—人

类尺度的气候波动（如厄尔尼诺、Dansgaard/Oscheger
事件、Bølling⁃Allerød事件、强台风和风暴）对沉积物

在深水中的搬运分散过程有着明显的调制作用。

在南加州Santa Ana和Santa Clara瞬态响应源—

汇系统中（陆架宽约5~30 km）：人类尺度的厄尔尼诺

伴随的润湿气候使得母源区遭受强烈的化学风化，同

时河流搬运能力增强，使得大量的沉积物被搬运到南

加州外海。所形成的Hueneme海底扇的平均堆积速

率由中全新世的5~8 m/kyr激增到晚全新世厄尔尼诺

气候期的 10~12.5 m/kyr；而Newport海底扇的平均堆

积速率也相应从8~10 m/kyr增大到15~22 m/kyr[14,29]。
在北阿尔及利亚外海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

（陆 架 宽 约 5~20 km）：人 类 尺 度 的 Dansgaard/
Oscheger暖事件使得D/O1⁃14期间浊流的沉积速率

是同一地区距今 2215年以来沉积速率的数倍。

Giresse et al.[30]将D/O1⁃14沉积期浊流沉积速率显著

增高的现象归因于温润的气候：在温润气候条件下，

水动力强、河流搬运能力大，更多的沉积物被搬运到

Soummam Oued峡谷头部堆积；而在距今 2 215年以

来的干冷气候条件下，水动力较弱，河流搬运能力

小，向峡谷内输运的浊流沉积物也随之减少。

图 8 鲁武马盆地区域连井剖面（陈宇航等 [57]，修改）及其与古气候事件（Zachos et al.[58]）的对应关系

Fig.8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sh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Oligocene‘greenhouse’submarine fans in Rovuma Basin
and it relation to climatic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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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坦桑尼亚窄陆架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陆

架宽约 5~10 km）：在Heinrich亚冰期（19.3~14.6 ka，
海平面低位期），由于干旱的气候，使得坦桑尼亚陆

缘的浊流活动停滞[32]。在Bølling⁃Allerød事件—早全

新世（14.6~8.0 ka）：伴随着回暖事件浊流活动增强，

浊流沉积的频次、厚度和粒径在新仙女木期（T2⁃T4）
显著增强，最后在早全新世浊流活动再次增强。在

中—晚全新世（8.0 ka至今）：气候变冷，浊流活动也

相应减弱[32]。
在菲律宾Malaylay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陆架

约5~10 km）：Sequeiros et al.[31]研究揭示Malaylay峡谷

内浊流活动主要由2006年和2016年间的两次强台风

（Durian和Nock⁃ten）所致。与“高屏峡谷内洪水成因

的浊流”不同的是，Malaylay峡谷的头部未与河口相

接，峡谷内的浊流主要是由台风所诱发的巨浪使得峡

谷外陆架沉积物被再次启动、搬运到峡谷中所致。此

外，东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湾（St. Lawrence Estuary）陆

架宽度小于 1 km，也为一典型窄陆架成因的瞬态响

应源—汇系统。在该源—汇系统中，Pointe⁃des⁃Monts
峡谷中所观测的浊流也是由风暴作用所致[33]。

（2）峡谷头部和河口相接成因的瞬态响应源—

汇系统对亚轨道—人类尺度气候波动的过程响应：

在以下几个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沉积物向深水

中的搬运分散过程受到了亚轨道—人类尺度的气候

波动（如末次冰期和间冰期、热带气旋和洪水事件）

的调控。

在我国台湾的高屏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图

3a；峡谷头部和河口之间的距离约为1.0 km）：亚轨道

尺度的末次冰期和间冰期以及人类尺度的台风事件

对峡谷内的浊流活动有明显的调制作用。Yu et al.[59]
研究表明MD3291柱状样（区域位置见图 3a）34.0~
15.3 m深度段仅出现两层薄粉砂层和一层厚砂层，其

年龄跨度为 26 205~12 310年（末次沃姆冰期）；而

15.3 m海底深度段累积出现四十余层浊积粉砂和一

厚约几十厘米的浊积沙，其形成年龄跨度为12 310~
60年（末次间冰期）。Yu et al.[59]将这一“海平面下降

的末次冰期浊流频次少活动弱—海平面上升的末次

间冰期浊流频次多活动强”现象归因于末次间冰期

以来的温润气候及其所伴随的充沛的降雨。Zhang
et al.[60]在高屏峡谷水深2 104 m的TJ⁃G断面处（位置

见图3a）长达3.5年内共监测到16次以“高沉积物通

量、高悬浮物浓度、温度增加但盐度降低”的浊流事

件（图 9a~e），这 16次浊流事件与区域地震活动并无

匹配关系，而是由途径台湾的 16 次强台风所

致（图9）。
此外，在法国外海的Var峡谷（峡谷头部和河口

之间的距离仅为 0.5 km）两年的浊流观测中，一共监

测到6次洪水事件所形成的浊流，这6次浊流事件将

重达 1.07 t的沉积物搬运到Nice外海[37]。在下刚果

盆地的刚果（图4c；峡谷头部和河口之间的距离约为

1.0 km）峡谷水深 3 420~4 790 m深度段监测到多次

的浊流事件，这些浊流事件也被认为是由刚果河

2 000~2 005期间的洪水事件所致[35]。
（3）峡谷头部和河口相邻成因的瞬态响应源—

汇系统对亚轨道—人类尺度气候波动的过程响应：

恒河—雅鲁藏布江瞬态响应源—汇系统的深水浊流

活动忠实地反映了亚轨道尺度的新仙女木事件和季

风波动以及人类尺度的热带风暴事件。

在恒河—雅鲁藏布江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

（图4a，b）；峡谷头部和河口之间的距离约为30 km），

亚轨道尺度的新仙女木事件和季风波动控制了孟加

拉扇上的浊流沉积。孟加拉扇的水道—天然堤沉积

体系在末次盛冰期不发育，而在新仙女木事件结束的

暖期（约 9.7 kyr）浊流活跃、天然堤快速沉积建造[49]。
在12.8~9.7 ka期间沉积建造的天然堤宽约13 km、高
达 50 m，平均沉积速率从 0剧增到 300 cm/kyr（平均

约 130 cm/kyr）；而这一时期，海平面持续上升，从现

今海平面以下−100 m左右上升到−45 m处[49]。此外，

孟加拉扇中扇水道堤岸处MD12⁃3417柱状样14.5 ka
至今的浊流活动与印度季风活动（Indo ⁃ Asian
monsoon）“休戚相关”。在 9.2~5.5 ka浊流活跃作用

期：印度季风增强、气候润湿；物源区遭受剧烈的化

学风化且河流搬运能力显著增强；充沛的陆缘碎屑

物质被剥蚀搬运到孟加拉湾，浊流活动频次高、活动

强（平均每 500年 3次）[39]。在 5.5~4.0 ka浊流活动停

滞期：印度季风减弱、气候干旱，恒河—雅鲁藏布江

搬运能力变弱，搬运分散到孟加拉扇的沉积物量显

著减少，浊流活动近乎停滞[39]。在4.0 ka至今浊流活

动期：印度季风增强，气候润湿，物源区化学风化较

强，大量的沉积物被搬运到 SoNG峡谷内，形成高频

的浊流（平均每100年1次）[39]。
除了上述亚轨道尺度气候变化驱动的深水源—

汇过程响应之外，风力在10~25 m/s不等的热带风暴

或强热带风暴也能够驱动孟加拉湾 Swatch of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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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陆架峡谷中的沉积物搬运—分散—堆积过

程。风暴使得三角洲前缘和内陆架的沉积物被再次

启动，搬运到峡谷内形成风暴浊流[38]。这些风暴浊流

沉积可见粒序层理、以粉沙—沙层为主、单层厚约

2~4 cm，忠实地记录了孟加拉湾自 1970年至今的风

暴事件[38]。
（4）湖盆瞬态响应源—汇系统对亚轨道—人类

尺度气候波动的过程响应：湖盆一般缺少宽阔的陆

架区（过渡区较局限），所形成的瞬态响应源—汇系

统能够能对亚轨道—人类尺度的气候波动做出快速

响应，譬如洪水事件在阿拉斯加Eklutna湖和我国龙

门山地区的紫坪铺水库湖盆源—汇系统的深水沉积

区都留下了“烙印”。在阿拉斯加 Eklutna 湖，

Vandekerkhove et al. [41]识别了 1989年和 1995年的洪

水型重力流（图9f~g）以及1964年阿拉斯加大地震和

1992 年 大 坝 溃 堤 所 致 的 滑 塌 型 重 力 流 沉 积

（图9h~i）。美国阿拉斯加地区1917年以来的6次大

型洪水事件（1917年、1929年、1989年、1995年和

2012年）在区域上具有横向可对比性（图 10）[41]。汶

川地震两年后，由于强降雨带来的洪水才将汶川地

震崩塌的沉积物带到位于龙门山地区岷江流域的紫

坪铺水库中[40]。

4 深水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化
的响应机制

4.1 可容空间驱动的迟滞响应源—汇反馈机制

在构造—轨道尺度上，迟滞响应源—汇系统（响

应时间 Teq≥104年）能够对构造—轨道尺度的气候变

化（Tp≥104年）做出响应和反馈（图2a），这一过程响应

是通过气候变化诱发的海平面升降（可容空间）来完

成的（图 2a）。譬如，中中新世变冷事件导致珠江迟

滞响应源—汇系统在下降体系域和低位体系域形成

大规模的富砂海底扇（图8）；在这些冰期变冷事件过

程中，海平面也随之大规模下降，海底扇主要出现在

海平面下降的背景条件下。这一观点也被如图 11a
所示的晚中新世—第四纪红河迟滞响应源—汇系统

（图3a；现今陆架宽达100~450 km）和如图12所示的

图 9 （a~e）高屏峡谷 TJ-G观察点（位置见图 3a）的 16次浊流活动的沉积物捕获量；（c）（d）和悬浮物浓度（e）及其与

区域地震活动（a）以及河流径流量（b）的关系（据 Zhang et al.[60]）；（f）~（i）CT扫描照片揭示了阿拉斯加 Eklutna湖洪水

型和滑塌型重力流沉积（据 Vandekerkhove et al.[41]）
Fig.9 (a)⁃(e) 16 turbidity current activity in Gaoping Canyon and their bottled sediment samples, vertical sediment flux, and rela⁃
tion to regional earthquakes and Gaoping River discharges (modified from Zhang et al.[60]). (f)⁃(i) X⁃ray micro⁃computed tomography
(CT) scans of Eklutna turbidites, correlated to floods (hyperpycnal⁃flow deposits) and failures (slump turbidites) (modified from

Vandekerkhove et al.[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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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世—第四纪冰室数模结果所佐证。晚中新世

（10.5 Ma）—第四纪红河迟滞响应源—汇系统发育三

期陆架坡折迁移轨迹（每期时间尺度约为106年）；海

底扇（中连续、强振幅、中频的下超反射）主要出现在

构造—轨道尺度的下降型陆架坡折迁移轨迹（示意

可容空间下降）的前方（图11a）。在上新世至今的冰

室模拟陆缘上，海平面下降（约占模拟时长的 60%）
也能够驱动三角洲越过内陆架形成陆架边缘三角洲

并向深水中输运砂体，形成低位浊积沙（图12）[61]。
在亚轨道—人类尺度上，气候波动（Tp≤104年）往

往被快速海平面的上升所“淹没”，对迟滞响应源—

汇系统（响应时间Teq≥104年）的深水沉积物搬运分散

过程没有调制作用（图 2a）。如图 13a所示的自红河

源—汇系统的地震剖面，琼东南盆地现今陆架宽达

100~450 km），为一典型的“迟滞响应源—汇系统”

（图 3a）。在红河迟滞响应源—汇系统中，每个上升

—下降海盆坡折轨迹对的时间跨度约为104年，底积

层出现在下降型陆架坡折迁移轨迹（橘红色点）而非

上升型陆架坡折迁移轨迹（蓝色点）的前方（图13a）。

这表明正如经典的Exxon层序地层学理论所预测的

那样，在可容空间下降的干旱气候期，底积层发育；

而在可容空间上升的润湿气候期，底积层不发育[15]。
由此可见，迟滞响应源—汇系统中沉积物在深

水中的搬运分散过程吻合经典的Exxon层序地层学

理论，主要受到可容空间的驱动（图 2a）。在构造和

轨道尺度上，全球变冷冰室气候期浊流活动较强、形

成的沉积体相对富砂，而全球增温暖室气候期则使

得浊流活动较弱，形成的沉积响应相对局限且富泥；

在亚轨道—人类尺度上，气候信号往往被快速海平

面上升所“淹没”（图2a）。
4.2 物源供给驱动的瞬态响应源—汇反馈机制

在构造—轨道尺度上，瞬态响应源—汇系统

（Teq≤104年）能够对大尺度的气候变化（Tp≥104年）做

出响应和反馈，这一过程响应是通过气候变化诱发

的沉积物供给（物源供给）来调制的（图 2b）。譬如，

构造尺度的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使得浊流活动

减弱，而渐新世初大冰期变冷事件使得鲁武马瞬态

响应源—汇系统的海底扇相对富砂（图8）。如图11b

图 10 区域连井剖面揭示了 1917年至今 6次大型洪水所形成的洪水型重力流以及 1992年大坝溃堤和 1964年阿拉

斯加大地震所形成的滑塌型重力流（据 Vandekerkhove et al.[41]）
Fig.10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showing Eklutna turbidites triggered by six floods since 1917, and by the 1992 dam collapses and

1964 earthquake (modified from Vandekerkhove et al.[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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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的早始新世 Spitsbergen陆缘，温室气候和窄陆

架（陆架宽约 20 km）形成一典型瞬态响应源—汇系

统。在 Spitsbergen下降型和上升型陆架坡折迁移轨

迹的前方均发育海底扇，可见沉积物由陆架边缘向

深水中的搬运分散独立于海平面或可容空间变化，

而主要受控于沉积物供给的变化（图 11b）。在如图

12示的温室（晚始新世—早渐新世和晚白垩世—早

古新世）瞬态响应源—汇系统中，海平面下降（低位

期）和海平面上升（高位期）均能驱动三角洲越过陆

架形成陆架边缘三角洲，且三角洲在外陆架“驻留”

的时间亦较长（约占模拟时长的72%~75%）[61]。

在亚轨道—人类尺度上，瞬态响应源—汇系统

（Teq≤104年）同样能够对小尺度的气候波动（Tp≤104
年）进行响应和反馈（图 2b）。多瑙河流域的

Pannonian湖盆具有陆架—陆坡—盆底的三分地貌单

元，陆架的宽度从30~60 km不等，是窄陆架成因的瞬

态响应源—汇系统（图 13b）[15]。在Pannonian瞬态响

应源—汇系统中，每个上升—下降湖盆坡折轨迹对

的时间跨度约为104年，底积层出现在上升型陆架坡

折迁移轨迹（蓝色点）而非下降型陆架坡折迁移轨迹

（橘红色点）的前方（图13b）。这表明与经典的Exxon
层序地层学理论不同的是，在湖平面下降的干旱气

候期，底积层不发育；而湖平面上升的润湿气候期，

底积层则更发育[15]。此外，Liu et al. [32]利用柱状样

图 11 构造—轨道尺度迟滞响应（中新世—第四纪红河，剖面位置见图 3a）和瞬态响应（由序号 1-20沉积斜坡组成的早

始新世 Spitsbergen陆缘）源—汇系统的过程响应之对比（图 b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Ron Steel教授提供）

Fig.11 Comparison of deepwater S2S processes and products between buffered S2S system (Miocene⁃Quaternary) Red River (loca⁃
tion of seismic line in Fig.3a), and reactive S2S systems (early Eocene Spitzbergen Margin composed of 20 clinotherms, courtesy
Ron Steel, Univ. Texas, Austin). NB in these low⁃supply scenarios, deepwater fans occur only in front of falling shelf edges of

Icehouse margin, but in front of both falling and rising shelf edges of Greenhouse mar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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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B12624⁃1）重构了坦桑尼亚末次盛冰期以来的

三期浊流活动史，认为深水沉积物搬运—分散—堆

积的源—汇过程并非如经典层序地层学所预测的那

样（海平面下降时增强），反而在海平面上升的润湿

气候期更加活跃。

由此可见，瞬态响应源—汇系统对物源供给的

变化则更为敏感，气候变化能否在深水中被记载取

决于其能否诱发沉积物供给的变化（物源供给驱动）

（图2b）。不论是构造—轨道尺度的气候变化还是亚

轨道—人类尺度的气候波动，只要其能够诱发沉积

物供给的脉动，它们都能够在瞬态响应源—汇系统

中均能够“雁过留痕，风过留声”（图2b）。
5 讨论与展望

“多尺度气候变化的深水源—汇过程和响应”是

当前沉积学领域颇为关注的科学命题，存在如下颇

具争议和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

5.1 深水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

“多尺度气候变化对深水源—汇系统的调制”是

源—汇系统研究的重要命题，近年来人们在“深水沉

积对古气候的反馈/响应”取得了重要进展[14,16⁃21,32]，但

也存在如下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

（1）多尺度气候环境演变是如何调控沉积物在

深水沉积环境中的搬运—分散—堆积的地表动力学

过程？

（2）多尺度气候环境变化是如何在外陆架—深

水盆地的源—汇系统中传输、分散和保存的？

（3）多尺度气候环境演变是如何调制深水源—

汇系统构成要素的沉积构成样式和发育演化过程？

尽管本文对“深水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

化的过程响应”做了简要的梳理，但这是一个长期的

研究课题。

图 12 （a）不同时期的冰室和温室陆缘的地貌形态，（b）海平面变化情况和形成陆架边缘三角洲的时间占比

以及（c）深水沉积物分散模拟结果（据 Sømme et al.[61]）
Fig.12 (a) Bathymetric models, (b) sea⁃level fluctuations with the timing for development of shelf⁃margin deltas,

and (c) simulated sediment partitioning in deepwater basins (modified from Sømme et al.[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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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浊流活动与气候变化的源—汇响应”之争

气候和海平面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控制着沉

积 物 在 深 海 环 境 中 的 搬 运 — 分 散 — 堆 积 过

程[16⁃18,62⁃63]，但目前浊流活动（频率、周期和堆积速率

等）对气候变化的源—汇响应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

题。具体说来，以伦敦大学学院Mark Maslin教授为

代表的古气候学家研究认为气候变暖会导致水合

物分解和地震活动剧增，从而诱发大规模的高频浊

流事件[64⁃71]。Mark Maslin教授课题组研究证实：1）
亚马逊海底扇上第四纪大规模重力流滑塌事件是

由气候诱发的水合物分解（冰期）和沉积物过载（冰

消期）所致[64]；2）北大西洋低纬度地区在 1.5~1.3万
年前的陆坡滑塌事件显著增多，这可能由 Bølling⁃
Ållerød暖期充沛的物源供给所致[65]；3）过去4.5万年

以来发生的陆坡滑塌事件中有近 70%主要发育在

1.5~1.3万年和 1.1~0.8万年两个时间段，这可能由

Bølling⁃Ållerød暖期和前北方期的两次重大融雪洪

水事件所致[65]。
与上述观点截然不同的是，“暖湿气候诱发大规

模浊流”遭到了以英国杜伦大学Peter J. Talling教授

为代表的沉积学家的强烈质疑[53,72⁃73]。Peter J. Talling
教授课题组研究认为：1）全球68个大型浊积事件的

活动频率与气候变暖并无直接关系[72⁃73]；2）始新世初

期的全球极热事件（Initial Eocene Thermal Maximum）
并未导致全球出现大规模的浊流活动[53]。此外，干冷

气候期剧烈的浊流活动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证实：

1）Bonneau et al. [74]利用四个重力活塞样重构了过去

75 000年以来古里亚海的浊流活动史，研究认为Var
峡谷天然堤的浊流活动在干冷的丹斯果—奥什格尔

冰阶期（Dansgaard-Oeschger stadials）较为剧烈，而在

图 13 （a）亚轨道—人类尺度迟滞响应（第四纪红河，剖面位置见图 3a）和

（b）瞬态响应（匈牙利 Pannonian湖盆）源—汇系统的过程响应之对比

Fig.13 (a) Comparison of process⁃product responses to suborbital⁃to historical⁃scale climatic fluctuations between (upper panel) re⁃
active S2S systems from marine Qiongdongnan Basin, and (b) (lower panel) buffered S2S systems from lacustrine Pannoni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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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润多雨的间冰阶（Interstadials）则相对较为平缓温

和；2）高精度的定年数据（± 150年）表明挪威外海的

Storegga滑塌体于 8 200年前的极冷气候期形成[75]；
3）孟加拉扇的天然堤沉积体系在温度骤降的仙女木

时期，快速沉积建造，在短短的 3 000余年内形成宽

达13 km，厚达50 m的天然堤[49]。这些研究表明大规

模、高频浊流事件也可能发生在干冷气候期，其与气

候变暖并无直接的响应关系。

此外，大多数学者认为水合物分解导致滑塌失

稳，从而诱发大规模的浊流活动[67⁃71]。譬如，冰期水

合物分解是导致亚马逊海底扇上第四纪大规模滑

塌事件的重要原因[64]，水合物带的超压或游离气体

也是形成浊流事件的重要诱因[76⁃77]；而水合物分解

导致固结的沉积物松散、产生游离气、使流体压力

增大，这些因素都将导致沉积物的强度降低、进而

诱发滑塌和浊流[70]。这一“先水合物分解—后诱发

浊流”的模式也遭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78⁃80]，譬如

Maslin et al.[65]，Paull et al.[81]和Talling et al.[80]研究指出

陆坡滑塌是诱发水合物分解的重要机制，提出了“先

滑塌诱发浊流—后水合物分解”的模式。

由此可见，“浊流活动对气候变化的源—汇响

应”是当前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也是深水沉积学领

域重要的研究命题。尤其是探究浊流的活动强度

（频率和堆积速率等）和沉积特征（砂泥比和单层厚

度等）对古气候变化如何反馈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和应用前景。

5.3 如何甄别不同成因的浊流沉积

研究小尺度气候变化的深水源—汇过程响应的

一个首要命题就是如何甄别不同类型（洪水型和滑

塌型）的浊流沉积[41]。对于能够用AMS 14C准确定年

（小于5万年）的沉积物来说，其一般长度从几米到几

十米不等，大多数尚未固结成岩。故而，在大多数情

况下，面对我们的将是肉眼难以准确识别的浊流沉

积；传统的从岩芯描述、沉积构造观察推断成因的研

究手段已不再适用。“如何利用先进的CT成像等研

究手段（图 9f~i），并集合传统的粒度、XRF元素和磁

化率分析，准确判识甄别洪水型和滑塌型浊流沉积，

建立相应的识别相标志”将是开展气候变化的深水

源—汇过程与响应研究的首要任务，也是我们面临

的另一个重要挑战。

Vandekerkhove et al. [41]在美国阿拉斯加 Eklutna
湖的研究提出可以从“区域厚度变化，粒度特征，沉

积物组成，有机质降解，氧化还原条件和沉积构造”

六个方面区分洪水型重力流以及地震和大坝决堤诱

发的滑塌型重力流。Kremer et al. [82]利用“钙/钛比

（Ca/Ti）、磁化率、粒度、元素分析”恢复了瑞士日内瓦

湖（Lake Geneva）过去1 500年以来的浊流活动史，甄

别了洪水型和滑塌型浊流沉积。这些研究为我们甄

别不同成因的浊流沉积并建立相应的识别相标志提

供了重要的借鉴和范例。

5.4 利用深水沉积记录重构多尺度气候变化及其在

源—汇系统中的源汇过程？

深水沉积能够提供从构造尺度到人类尺度的气

候变化档案，所记载的信号时间跨度大（图 1c）[13⁃14]。
一般而言，湖相沉积物往往具有沉积的不连续性和

沉积物定年的不确定性；而海洋沉积物具有相对连

续沉积，所伴生的有孔虫壳体能够提供可靠的放射

性AMS14C年龄，因此提供了连续可靠且高分辨的区

域古气候档案。在全球暖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

这些连续高分辨的深水沉积档案重构古气候变化？”

是一个重要的科学命题。对这一科学问题的探讨将

有助于建立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模型，具有重要的

科学和社会意义[14,21,32]。
洪水型重力流与洪水作用密切相关、忠实地记

录了人类尺度的古气候波动[83⁃84]。我国断陷湖盆中

洪水型重力流异常发育，这些洪水型重力流不仅是

重要的油气储集体，同时也是重要的古气候档案。

利用洪水型重力流恢复古气候、研究古洪水活动规

律，将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知大自然和古气候的演

化规律。

5.5 深水源—汇系统对气候变化研究的能源—环境

效应

全球海相深水油气资源依然是未来世界油气勘

探的主战场[23]；陆相湖盆深水也孕育了数个 10亿吨

级致密油、页岩油大油田[25]，拥有非常的常规与非常

油气资源[24⁃25]。沉积物由源到汇的搬运—分散—堆

积过程所形成的粗粒和细粒沉积分别是常规与非常

规油气富集区。由此可见，揭示深水源—汇体系的

沉积特征（如岩性、厚度和规模等）对气候环境变化

的沉积响应是非常规油气沉积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

一[25]，可从成因上探讨优质粗粒和细粒储层的发育机

制，建立相应的储层发育模式。这将有望为有利储

层、非常规油气甜点区（段）与资源分布预测提供依

据，将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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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深水沉积体系也是重要的自然灾害类

型，沉积物由源到汇的搬运—分散—堆积过程所伴

生的滑塌能够诱发大规模的海啸和海底失稳。在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正在经历一个“从不太寻常的

冰室气候期进入寻常的温室气候期”的全球暖化的

背景下，开展深水沉积体系的由源到汇研究，揭示

深水源—汇体系的能源与环境效应，将有助于促进

深海/深湖油气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环境灾害的

预测[10,12,21⁃22,24⁃25,62]。

6 认识与结论

本文梳理了从构造到人类尺度气候变化的深水

沉积响应，探究了深水源—汇系统对多尺度气候变

化的响应机制。

（1）当“陆架宽度≥50 km且无峡谷水道延伸到

内陆架或河口”或“冰室气候期”时，一般形成迟滞响

应源—汇系统。在迟滞响应源—汇系统中，沉积物

在外陆架—深水盆地的搬运分散过程吻合经典层序

地层学理论、主要受可容空间变化的驱动。构造—

轨道的变冷气候期往往与浊流活动的增强和富砂沉

积响应相伴生，而全球增温气候期（如古新世—始新

世极热事件）则使得浊流活动减弱，形成的深水沉积

相对局限且富泥。小尺度的亚轨道—人类尺度的气

候波动，在海平面上升的高位和海侵期往往不被深

水沉积所响应。

（2）当“陆架宽度≤20~50 km、峡谷头部和河口相

接/相近、温室气候、断陷湖盆或三角洲越过陆架坡

折”时，一般形成瞬态响应源—汇系统。在瞬态响应

源—汇系统中，沉积物在外陆架—深水盆地的搬运

分散过程偏离经典的Exxon层序地层学理论、主要受

沉积物供给的驱动。不论海平面是上升亦或下降，

任何能够诱发沉积物供给变化的气候波动，都可以

被深水沉积所响应。

（3）气候信号能否被深水沉积所响应首先取决

于源—汇系统的类型，其次是信号的尺度。迟滞响

应深水源—汇系统过渡区较宽、响应尺度较大

（Teq≥104）；而瞬态响应源—汇系统过渡区较局限、响

应尺度较小（Teq≤104）。当信号的时间尺度≥104年
（构造—轨道尺度）时，它们均能够对沉积物在深水

中的搬运—分散—堆积过程起调制作用。当信号的

时间尺度≤104年（亚轨道—人类尺度）时，只有瞬态

响应源—汇系统才能对其做出响应；而在迟滞响应

源—汇系统中，它们往往被海平面上升所“淹没”，仅

当海平面下降时才能够调制沉积物的搬运—分散—

堆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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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product Linkages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of Deepwater
Source⁃to⁃sink Responses to Multi⁃scale Climate Changes

GONG ChengLin1，2，QI Kun2，XU Jie3，LIU XiTing4，WANG YingM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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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ponses of source⁃to⁃sink（S2S）systems to climate change is the frontier area for new research di⁃
rections in deepwater sedimentology and stratigraphy. The primary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are to review deepwater
depositional responses of outer shelf⁃to⁃deepwater basin S2S systems（deepwater S2S systems）to tectonic⁃ and histor⁃
ical⁃scale climate changes. This revealed two main process⁃product linkages（buffered and reactive）and feedback
mechanisms of S2S systems to climate change. Buffered deepwater S2S systems have wide transfer zones and a long re⁃
sponse timescale of ≥ 104 yr. Favorable geological settings forming this type of deep⁃water S2S systems are：wide
shelf without channels reached at inner shelf and Icehouse climates. Sediment routing processes along buffered deep⁃
water S2S systems are driven by accommodation（i.e.，compatible with classical Exxon sequence stratigraphic mod⁃
els）. There was vigorous turbidity⁃current activity and resulting sandy products during tectonic⁃to orbital⁃scale cool⁃
ing periods，and by contrast，weak turbidity⁃current activity and resulting muddy deposits during tectonic⁃scale to or⁃
bital⁃scale warming periods. Suborbital⁃to historical⁃scale climatic fluctuations might be“masked”by the rising sea⁃
level，and thus had little effect on sediment⁃ routing processes in deep water. Reactive deepwater S2S systems，by
contrast，have narrow transfer zones and a relatively short response time of ≤ 104 yr. Favorable geological settings
forming this type of deepwater S2S system are：narrow shelf，greenhouse climates，close proximity of canyon heads to
shorelines，lacustrine basins，shelf⁃margin deltas overreached at the shelf break. These were more sensitive to sedi⁃
ment supply，and thus they are supply⁃driven（i.e.，incompatible with classical，Exxon sequence stratigraphic mod⁃
els）. Along reactive deepwater S2S systems，any suborbital⁃scale to historical⁃scale climatic fluctuations are able to
trigger the changes in sediment supply，regardless of sea⁃level conditions.
Key words：deepwater sedimentology；climate change；sequence stratigraphy；buffered S2S systems；reactive S2S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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